
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

Chen Maozhang

陈懋章 　 航空发动机专家 。 １９３６ 年 ２
月 １０ 日出生 ，四川省成都市人 。 １９５７ 年毕业
于北京航空学院 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。 长
期从事叶轮机械研究 ，指导并参加了某压气机
改型设计 ，保证了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
定可靠工作 ，防止了空中熄火现象发生 。 主持
完成的一项研究在实验理论和技术等方面都有

重要创新 ，对提高我国发动机设计研制水平有
重要作用 。 在叶轮机三维理论与实践以及粘流
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，部分达到国际
先进水平 。 获 １９９３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，
１９９９年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 。 专著枟粘性液
体动力学基础枠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。
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６ 年我出生在古城成都的一个衰落的
书香门第 。 父亲的工资就是全家的主要生活来

源 ，供我们全家六口上学 、八口生活 ，日子是很
紧张的 。 但比上不足 ，比下则有余了 。 夜深人
静时 ，巷内挑着担子叫卖小吃的凄凉声 ，至今仍
仿佛萦绕在耳 。 老百姓就是这样艰辛地挣钱糊
口 。 由于这样的家境和环境 ，从小就感到一种
隐隐的忧虑 。 要好好读书 ，将来才能挣钱吃饭
的想法好像从小就已隐约在脑海里了 。

从我记事时起 ，就已知道日本飞机的轰炸 。
空袭警报刺耳的尖叫 ，穿透时空 ，把恐怖传布给
每一个人 。有时一天几次 ，甚至不分昼夜 。 我
母亲身体虚弱 ，行走不便 ，每当警报响起 ，就由
大哥把她背到近处的防空洞躲避 。离我家不远
的少城公园附近曾遭敌机轰炸 。 炸弹爆炸甚至
把死者的肢体都抛挂到树枝上 ，血肉模糊 。 我
的童年虽也有欢乐 ，但一直就生活在日本飞机
轰炸的阴影中 。

抗战胜利后我转入树德三小读高小 。 我们
的算术老师李英 ，他总是出一堆难题 ，让学生去
解决 ，并启发鼓励学生想出不同的方法 。 小学
的这段经历 ，使我终生受益 。 使我养成了一种
癖性 ，就是冥思苦想 ，依靠自己 ，去解决难题 。
从小学到大学 、到工作也就都是这样 。 对于算
术 、代数 、几何 、数学 、物理等课程 ，我往往先不
去看书上是怎样讲的 ，而是自己去考虑怎样解
题 ，有时能解出 ，有时解不出 ，但好处很大 ，培养
和锻炼了思维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，也
养成了依靠自己解决问题的性格 。这些都要感
谢李英老师早年的教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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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４８ 年 ，我进入树德初中读书 。 树德中学
很好 ，师资很强 。 读书之余还要给家里干事 。
那时生活更艰难了 ，水要到离我家约 ３００ 米的
深水井中打起来 ，再用扁担挑回来 。 这些都是
我的事 。那时我才十二三岁 。

１９４９ 年底 ，成都解放 。 １９５０ 年初 ，我由树
德初中跳级考入了石室高中 。 那是一个轰轰烈
烈的火红年代 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。
政治运动很多 ，学校不时停课 。 很多报告 、电
影 、音乐和文学作品等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。 电
影高尔基三部曲中的枟我的童年枠 ，深刻反映了
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社会中渴求解放 、追求光明
的心情 。 我无保留地投入了各种活动 ，并于
１９５０年夏天加入了青年团 ，那时才 １４ 岁 ，有一
种愿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崇高激情 。 现在看来 ，
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学等理论尽管不完善 ，但我
仍珍视那种激情 。

１９５２ 年秋 ，考入当时尚未正式成立的北京
航空学院 。 那时宝成路还未修好 ，我们由成渝
路到重庆 ，再乘船沿江而下 。 东出夔门 ，独立船
头 ，看旭日初升 ，点染江水一片金色 。 我的人生
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，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
憧憬 。

大学五年期间 ，虽仍有不少政治运动 ，但业
务学习基本是正规的 。 正是在这时间里 ，我系
统学习了近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和

知识 ，尽管这些都仍是基础性的 、入门性的 ，但
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，让我看到了绚丽璀璨而
又深邃无比的知识宝藏 。我如饥似渴地吸吮它
们 ，每当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时 ，总会有种发自内
心深处的幸福感 。 脑力劳动的确是辛苦的 ，但
确实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。

大学期间 ，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
个组成部分的基础理论 。由于对于人类未来美
好社会的追求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 ，因
此受到了很大鼓舞 。 至今我仍感到受益匪浅的
是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精神 ，其核
心是批判的 、分析的 、严谨的 、实事求是的 ，因而

是科学的 。
对于大学期间的政治运动 ，我也参加 ，但已

没有高中时期那样的激情 。 对于知识的渴求和
学有所获的幸福感使我感到政治运动占去的时

间有些可惜 。 虽然如此 ，我还是大体积极地参
加了这些运动 ，并于 １９５６ 年 ３月加入了中国共
产党 。 由于“红与专”的问题处理不好 ，我被延
长了预备期 ，在 １９５８年才转正 。

１９５７ 年秋大学毕业后留校当教师 。 对于
教学科研工作和业务学习我是积极认真的 。记
得有一次 ，大概是 １９５９ 年 ，二哥带我到一个餐
馆吃饭 ，由于要排队就在门口等 ，我拿出了一本
刚出版的外文书坐在门口看 ，二嫂还说我太过
分了 ，但我确实对书中的内容感兴趣 ，不读心中
痒痒 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 ，由于跟不上那条“革命
路线” ，最终成了“反革命” 。 一天晚上 ，看天上
星光灿烂 ，突然一曲宗教歌词涌上心头 ：“仰望
苍空 ，啊 ，人世多么可怜 … … ”又记起鲁迅一首
诗的两句 ：“两间余一卒 ，荷戟独彷徨 。”我无意
自比天地之间唯一尚存的荷戟斗士 ，但确实经
历着人生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和彷徨 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 ，我除了读了很
多“杂书” ，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做了很多自己的
思考外 ，也读了不少科技书籍 ，比较系统地学习
了近现代的数学理论 ，包括斯米尔诺夫的经典
巨著 。 如果说 ，大学期间给我打开了一道现代
科技的大门 ，这一段的学习则在思想上有了进
一步的升华 ，看到人类思想的无比精妙 、深邃和
伟大 。 这个时期 ，我开始学习计算机的编程和
应用 。 那时不仅个人没有计算机 ，学校也没有
计算机 。 我们为了上机 ，只好到科学院计算所
用 １０９ 乙机 。 输入是纸带上打孔 。我们的上机
时间大都安排在凌晨两三点 ，只给你 １５ ～ ３０分
钟 。 那时学校用铁丝网拦住 ，校门已关 ，就钻铁
丝网进出 。有时下大雨也去 ，因为这 １５ ～ ３０分
钟的上机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。不只是我一个人
这样 ，我们学校有好几位老师都这样 ，后来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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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学校的骨干 。
１９７９ 年 ４月 ，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

派出国的学者 ，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进
修 ，师从 P ．Bradshaw ，他是国际著名的湍流专
家 。 英国 ，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，曾是世界最
强盛的“日不落帝国” ，现在虽已翻过了 １９世纪
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高峰 ，风光不再 ，但它的历
史遗存 ，它创造那段辉煌的内在因素仍是值得
探究的 。牛顿 、培根等所代表的科学精神是什
么 ？ 我在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感受到的是他们
的极端务实 ，追求精确的定量 ，追求对事物本质
穷根问底的探索和内在规律的准确描写和提

升 ，也许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至今仍是许多新
科学思想的策源地 。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。也许
正是这些科学精神成就了他们过去在科学技术

上的辉煌 ，也推动了国家走向强盛 。
１９８１ 年秋回国后仍在北航工作 。 领导和

朋友们根据我在英的研究 ，希望我讲授湍流方
面的课程 ，并编写相关的讲义和书籍 。 考虑到
湍流在理论和工程实际应用方面的重要性 ，且
文献资料浩繁 ，学派林立 ，初学者如坠烟海 ，难
得要领 ，于是我决定下力气做好这件事情 。 常
言道 ，文章是自己的好 ，我不能自吹自擂 ，但这
确实是我呕心沥血 、十年“怀胎”的产儿 。

１９９５ 年到美国 Stanford 大学参加为祝贺
P ．Bradshaw ６０ 岁生日而举办的学术会议 。 与
会者合影留念时要求最年轻的站在最前排 ，而
年纪越大越往后站 ，这里没有权威与等级的划
分 ，每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受到了充分的
尊重 ———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 。

从 １９８１年回国后 ，我一直与航空发动机研
究厂所有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。 １９９２ 年 ，我们自
己改型的某发动机试飞时发生了发动机空中熄

火 、空中停车等故障 。 我反复思考出现故障的
原因 ，发现所采用的苏联传统扩稳装置虽有扩
大稳定工作范围的作用 ，但却也有严重弊端 。
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这种看法 ，因为这种技术在
苏联用得较多 ，他们是这种技术最先进的国家

之一 。 这种技术一直被奉为经典 ，号称无失速
喘振扩稳装置 。 在这样的光环下 ，没有人认真
思考过它的真实工作能力 。 我发现它的弊端
后 ，构思了一种新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。 这时 ，我
已意识到这不仅可以解决问题 ，而且是国内外
都还没有过的新东西 ，有它特有的灵巧 。 后来
的试验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 。从发现苏联装置
的问题到构思出新的原理和结构 ，其实只在一
夜之间 。 “众里寻他千百度 ，蓦然回首 ，那人却
在灯火阑珊处” ，这确实是当时心情的最好写
照 。 这大概就是顿悟吧 。

１９９９ 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 我想 ，
当选院士既是过去阶段的结束 ，也是一个新阶
段的开始 ，应该更有作为 ，应该为老百姓做更多
真有实际用处的科研工作 。 于是率领团队踏上
了新的征途 ，又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
们去研究 ，去解决 。 这就是幸福 。

我能取得一定成绩和团队的帮助和共同努

力是分不开的 。 以多学科交叉综合为特征的现
代高科技基本排除了单打独斗取得重大成果的

可能 。 作为学术带头人怎样带好团队 ，我为自
己提出了以下 ５ 条 ：（１） 在学术和技术上提出
有引领作用而又能实现的重大目标 ；（２） 学术
带头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；（３） 人要正 ，正就是
老老实实做人 ，老老实实搞科学 ，就是讲诚信 ；
（４） 要忠厚 ，要大度 ；（５） 能正确对待别人的缺
点 。 古人云 ：水至清则无鱼 ，人至察则无徒 。水
太干净了 ，连鱼都养不活 ；把别人的毛病看得太
清楚 、太计较了 ，就没人愿意跟随你了 。 我就是
这样带领我们的团队 ，逐渐由小到大 ，不断取得
成绩 ，我为此感到欣慰 。

从 １９８１ 年回国到现在 ，我先后负责过 ７个
较大的项目 ，它们都要经过试验考验甚至飞机
试飞考验 ，其中有几项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 ，但
大都得到了很好的试验结果 ，而且几乎都是一
次成功 。 有人说我运气好 ，说我是福将 。 我也
承认我的运气好 ，但我也不同意简单归结为运
气好 。 如果说是“福将” ，我想我主要得益于 ：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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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 ，多思和正确的思维 。
勤奋 ，就是要勤于读书 ，勤于思考 ，勤于实

践 。 我一直有读书的嗜好 。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
严重浮肿 ，大夫让卧床静养 ，以降低体力消耗 。
我觉得时间太可惜 ，于是还是找书读 。 但身体
确实很差 ，读不到一刻钟就头痛 ，我就读读歇
歇 ，总还能读点东西 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成了“反
革命”监督劳动 ，后来下放“五七”干校 ，插秧 、盖
房 、扛石头 ，都是重体力劳动 ，白天很累了 ，晚上
还总要挤点时间出来看书 。 河南确山夏天很
热 ，蚊子又多 ，只好关在蚊帐中看书 。 条件确实
艰苦 ，但能读书就算幸运了 。 我读书喜欢读读
想想 ，希能有所悟 ，能得其精髓 。 如果问我 ，读
了这些书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，我想最大的收益
是学到了一些该怎样思考吧 。

多思 ：我是想得很多的 。 读书要想 ，工作要
想 ，但我最重要的“思想工作”时间却不是在白
天 ，而是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。 这时头脑非常清
晰 、锐利 ，思想集中而又很活跃 ，可以思考各种
物理图画 、探究深层次的原因 、寻求解决问题的
办法 … … 可以说这是我最“出成果”的时候 ，一
生中不少重要的思想和决定都是在这个时候作

出的 ，这已经成了习惯 ，受益匪浅 。
正确的思维 ：我很欣赏哈佛大学的一句名

言 ：决定你成败的不在你有多么高深的学识 ，也
不在你有多么丰富的经验 ，而在你是否有正确
的思维 。这句话可以说它有点片面性 ，但非常
深刻 。 正确的思维能帮助你做出正确的抉择 。
人的智慧主要表现在遇事能有正确的思维 。

我很喜欢音乐 。记得还在解放前上初中的
时候 ，听到别人哼唱德沃夏克第九交响乐中那
段著名的曲子 ，立即被那忧伤和深沉思念的情
调所吸引 ，那时我还不知道作者和曲名 。 由于
许多乐曲常能引发内心强烈的共鸣 ，在考大学
时曾有过学音乐的念头 ，后来虽打消了这个念
头 ，但对音乐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减退 。 每听到
那些动人的旋律 ，我无比惊叹 ，人类怎么能创造
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 。 所以在我心中音乐已
不只是消遣和娱乐 ，我是以虔诚的心情 ，作为在
音乐殿堂外面的参悟者 ，静心聆听 ，以求接受音
乐对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。

我已年近 ７０ 岁 ，亲身经历了灾难深重的中
华民族奋斗 、挫折和崛起的部分历程 。 我不是
大人物 ，但位卑未敢忘忧国 。 过去的仁人志士
寻求救国图存之道 ，现在则寻求富民兴邦 、长治
久安之策 。我为祖国的进步欢欣鼓舞 ，也为失
误和灾难痛心疾首 。我的心始终与祖国的兴衰
得失同步跳动 。 古人云 ：生于忧患 ，死于安乐 。
忧患似乎始终伴随着我 ，失误和人为灾难使我
苦闷 ，驱使我去思索 。 苦难造就的中国知识分
子 ，大概这就是他们的特质吧 。

回顾已过去的 ７０ 年 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
诚实而辛勤地劳动着 ，不停顿地思索着 ，向更高
的目标追求着 ，使我得以做出了一些对人民有
用的事 。 我很喜欢一位伟大先哲的话 ：有幸致
力于科学研究的人 ，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
人类服务 。我将以此自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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